
 

  当前位置：首页>>CN>>简报>>政策性研究简报 双击自动滚屏 关闭窗口

2004年第30期（总第446期） 
制度与经济发展--"发展经济学研讨会"简报之六 

         制度与经济发展--"发展经济学研讨会"简报之六 在GOOGLE搜索此内容

2004-8-27      阅读4647次

  

制度与经济发展 

——“发展经济学研讨会”简报之六 

 

2004年7月29日，“发展经济学研讨会”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万众楼召开。本

简报将会议有关制度与经济发展问题的报告和评论内容简要整理如下。 

南京大学的付文林博士发表了题为“中国的财政分权制度与地区经济增长”的报告。

他认为财政分权制度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但是在理论上，财政分权的经

济增长效应并不明确。该研究利用省际面板数据对中国财政分权制度演化与省际经济增长

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显示，财政分权可以促进经济增长，他认为在深化中国

财政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应不断完善财政分权制度，特别是要提高向落后地区的财政分权

水平，以使公共品投资的整体效率进一步提高。 

东北财经大学安岗博士的报告“东亚经济发展与交易结构——东亚奇迹与危机的制度解释”从交易结

构这一全新的视角切入，重新审视了东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2M”之谜，即东亚奇迹

（Miracle）和东亚金融危机（Meltdown）的相继出现。在他提出的交易结构论的研究框架

中，包容和发展了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并着重分析了政府、银行、企业之间以及企业内

的交易结构，得出“2M”的制度原因是复杂的关系型交易的重要结论。他认为交易结构论

对于中国经济和其他转轨经济也具有较强的解释力。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刘明兴博士发表了题为“中国集权与分权的周期”的报告，其

报告从集权与分权之间存在的替代关系出发，阐述了中国地方政府改革的启因在于经济停

滞、收入差距拉大以及税收负担等问题造成的社会冲突，进一步深入改革的内容包括：缩

小政府规模，使地方政府逐渐成为医疗体系、教育等公共产品的提供者。通过对建国初期

至今的经济增长、中央和地方财政收入与支出在GDP中的比例等的趋势图分析发现，各级政

府在财政地位上存在着不同的地位：中央政府处于盈余的地位，省市级地方政府或盈余或

赤字，这与当地的收入存在正相关关系，但县乡以及的基层地方政府处于赤字地位。就地

方政府的财政收入而言，更多的依赖于农业税和相关的费，收入越高的地方更加依赖于

此。就财政支出而言，更多的比例用来支付公务人员的工资，而更少的用来支持公共品的

提供。刘博士进一步深入分析了发展战略与政府结构之间的关系：政府规模和结构的形成

是为了执行政策，它要受到集权与分权周期的激励和控制，由此的结果是放松管制的次序

也出现了分权－集权的循环。 

浙江大学潘士远博士在其报告“内生制度与经济增长”中提出了他的基本观点，即制

度是内生的，社会在享受制度创新带来的收益时，需要承担巨大的制度实施成本。通过对

微软选择实施知识产权的最优时间来最大化其利益的这一案例的分析，潘博士将选择制度

实施的最优时间作为制度内生化的切入点。他的文章中在原有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基础

上，建立了一个同时将制度和技术内生化的经济增长模型，研究了制度、知识与经济增长

的关系，弥补了原有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忽视制度对经济增长作用的缺陷，从而使得内生经

济增长理论更具现实的解释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经政所章奇博士在其报告“农村政治控制与分级管制” 中探讨的问

题是：是否政府为了贯彻政策目标（体现为一系列的政治目标和经济利益，或者，政府为

了保证政令在村中的畅通），就必须控制村的选举？抑或控制选举和控制其它资源只不过

同是政府诸多选择中的备选方案，政府视目标的不同和环境的差异而在其中进行选择？如

果是第一种情况，那么可以预计，选举的民主方式（程度）将与其它控制（比如转换耕地

用途是否需要批准、建立专业协会是否体现一人一票或协会中的重大事件是否需要政府同

意、土地调整是否需要乡里的批准）成正相关关系，且其它控制应该内生于选举是否民
 



主。如果是第二种情况，即政府可以直接控制各种资源，且这种控制无需通过对选举的控

制，那么政府是否控制选举和对其它资源的控制就应该是独立的，即他们之间应该没有显

著的相关关系。那么这时就应该存在一个政府如何去控制的问题。即在什么时候，什么情

况下政府选择什么样的方式去控制。 

无论上面那种情况，都可以称之为“选择性控制”。在第一层意思里，选择性控制，是指

政府在控制了选举后，再选择控制什么！在第二层意思里，选择性控制，是指政府在多种

控制方式中（包括选举）进行选择。 因此检验的整个过程应该分为两步：第一步，分清楚

究竟是第一种情况还是第二种情况，估计这时应该会用HAUSMAN方法来判断各个控制方式的

内外生性；第二步，选择性控制的决定。这时应该用MULTINOMINAL--LOGIT模型来估计。检

验结果表明，四种控制方式均具有外生性，且除对耕地用途转换的管制外，乡村政治控制

均会在一定概率上显著影响是否选择其他三种控制方式。 

与会人员对这一部分报告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南京大学的许立成首先就刘明兴博士关

于集权与分权的问题提出了不同观点，他认为中国的集权和分权之所以产生更多的是受到

经济周期的影响，另外不同的领导人其性格和价值判断对集权与分权也会产生影响。刘明

兴博士的回应是经济周期和集权与分权周期一样，他们都是内生的结果，而不是外生的原

因，正如林毅夫老师所指出的那样，当赶超的发展战略内生出来的一系列制度安排与宏观

政策环境发生矛盾时，活乱循环的经济周期产生，这就形成了政治改革的条件，集权和分

权周期也由此产生。但真正要把经济周期与集权和分权纳入一个框架来分析难度较大。关

于领导人性格和价值判断问题，可以肯定会影响集权与分权，但问题和我们如何来度量它

的影响。 

南开大学的黎德福博士对付文林博士的文章“中国的财政分权制度与地区经济增长”

加以肯定后，希望付博士能进一步就财政分权如何促进和阻碍经济增长的机制以及财政分

权与市场一体化之间的关系深入分析。付博士认为，这涉及的是地方政府相对独立性的问

题，地方政府的偏好是对资源供给有着更多的控制权，但随着市场化改革的进程，这种控

制权逐渐被市场配置所代替，市场一体化程度就会提高。河南大学刘东勋教授指出，财政

分权与地方经济增长、经济周期有很高的一致性，但在计量分析上很难做。我们应该从地

方政府的投资饥渴，投资约束，以及由此而来的重复建设，粗放式生产，活乱循环这一过

程中寻找其中的制度原因。 

一位听众针对安岗博士的文章“东亚经济发展与交易结构——东亚奇迹与危机的制度

解释”提出了一些疑问，究竟东亚的关系型交易是如何使得奇迹与危机在东亚经济中相继

出现的，对于中国的现象如何解释，是否存在一个最优的演进方式？安岗博士以家族企业

为例回答了该听众的问题，家族企业在创业阶段高速成长，这就像东亚的奇迹；但在经济

成长达到较高阶段后，由于企业面对双重契约，即一个是终身的亲属关系，一个是市场交

易关系，二者往往发生冲突，产生矛盾，交易由此而不同及时终止和退出，这样就导致效

率的下降。此外，这种契约是刚性的，而非柔性的，一旦存在外因的触发，危机就会出

现。就中国而言，国企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政府官员与企业家之间有着良好的私人关系，

但随着市场化的改革，市场交易比例提高，这种私人关系契约和市场交易契约产生矛盾，

导致国企效率低下，进而以国企为主要客户的国有银行不良贷款大量积累。将来最优的演

进方式是市场交易的方式，因为与关系型交易相比，市场交易方式的退出成本更低，效率

更高。 

 

（姜烨根据录音整理，未经发言人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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